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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关中李念慈诗论的时代精神

冉耀斌

［摘　 要］　 李念慈为清代关中诗人，其诗学理论继承了中国古代诗论如“诗本性情”、“文以明

道”、“江山之助”、“诗穷而工”等许多优秀思想，并将其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清初文艺思潮紧密联系，

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他不但重视作家的人格修养，而且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认识价值，有着积极

的用世精神。其诗歌理论兼容并包，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在清初诗论中独具特色，值得学界重视。

［关键词］　 李念慈；诗本性情；文以明道；江山之助；诗穷而工

清初关中人文之兴盛、诗歌创作之繁盛名闻海内，“三秦诗派”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三秦诗派”

作家众多，成就突出，以质朴劲健的“秦风”特征闻名于时①。其诗学理论也颇与江南、山左等地不同，有

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蒋寅先生认为在清初天下至少形成三个地域性的诗学分区：江南诗学、山东诗

学和关中诗学。他还指出关中诗学不同于江南、山东，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②。清初关中诗学有着强烈

的道德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明代格调派的观念，注重诗法和诗律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实际的成绩。

李念慈（１６２８—１６９９）为清初陕西泾阳人，关中学人的代表之一。他一生仕宦南北，周游天下，其活动已

经走出了关中一隅，在京师、江南、山左、荆襄都有广泛的交游，其诗学理论也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吸收了

当时先进的诗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学体系，在清初诗坛独树一帜。

清初关中诗人由于地域的缘故，论诗大多标举盛唐，主张格调，宗法明代前后“七子”。李念慈虽

然也以唐诗为正宗，对清初宋诗风深表不满，他在寄孙枝蔚的信中即对其学宋诗提出批评，但他和李

因笃、康乃心等关中诗人不同，并不推崇格调声色等诗歌形式，而是专力探求为诗之本。他倡导诗歌

要“根抵性情，蓄积学问”，对那些“搜奇穷巧、斗异翻新”，徒尚文辞华巧，毫无思想内容的作品极为厌

恶③。李念慈与钱谦益交好，钱谦益对其诗评价亦较高。钱谦益于清初极力排挤前后七子和竟陵派，

但李念慈并没有闻风影从，他对前后七子之代表李梦阳、李攀龙评价都较高。他和竟陵派诗人谭元

春子谭籍要好，对竟陵派也赞誉有加，可见其开阔的人生胸怀和兼容并包的诗学态度，与晚明、清初

许多党同伐异的诗学论调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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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诗本性情”与“文以明道”

李念慈论诗已经突破了晚明、清初的门户

之见，也扬弃了关中诗人主张格调、崇尚诗法的

地域传统，直探诗歌之本源问题，他主张“诗本

性情”。其《计甫草甲辰草题词》云：“夫诗本性

情，非可诡焉为之。”诗本性情是中国古代诗学

的一个旧命题，历代诗论家多有评说。性情即

人的气质秉性，作为诗歌评论的术语，出现在南

北朝时期。钟嵘曾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

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在古代文论

中，性情又称“性灵”，也是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

术语。颜之推云：“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

灵。”（《颜氏家训·文章》）姚思廉也说：“夫文

者妙发性灵，独抒怀抱。”（《梁书·文学传序》）

这里所说的“性灵”，大抵指一种敏于感受的情

性，偏重于个人的审美情趣。“性灵”作为著名

的文学主张，要到明代公安三袁才正式确立。

袁宏道云：“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

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①这里所

谓“性灵”指一个人真实的情感欲望，这种情感

欲望是每个人独有的，是每个人的本色。这种

推崇诗歌表现个人情感欲望的文学主张，摆脱

了明代中期以崇古鉴今为风尚的文学思潮的束

缚，对当时文坛影响颇大。

明末清初，也有许多学者提倡诗本性情之

说。顾炎武曾说：“诗主性情，不贵奇巧。”②黄

宗羲亦云：“诗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

古以来，诗之美者多矣，而知性（情）者何其少

也。”③但是清初诸家所谓性情，与公安派所提倡

的“性灵”颇不相同。公安派提倡的性灵是个人

的情感欲望和人生感受，注重自己的个性体验。

而顾、黄诸家所主张的性情不仅为作者的人生

感受，往往与时代精神、现实内容相结合，强调

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因此黄宗羲将其分为“一

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黄宗羲曾说：“盖

有一时之性情，有万古之性情。夫吴蟎越唱，怨

女逐臣，触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时

之性情也。孔子删之，以合乎‘兴观群怨’、‘思

无邪’之旨，此万古之性情也。”（《马雪航诗

序》）“一时之性情”为作家的个人感受，“吴蟎

越唱，怨女逐臣”各道其心中之事，虽然都为真

实感受，但其价值有大有小，只有那些合乎孔子

所倡导的“兴观群怨”的诗歌，具有深广的时代

意义和积极的伦理价值的诗歌才称得上“万古

之性情”。黄宗羲这样区别性情，和他经世致用

的文学观有密切的联系。李念慈也推崇这种

“万古之性情”，其《萝村诗集序》云：“诗与乐相

为表里者也，其始发乎一人之性情，而感乎千万

人之性情。必其实有动于中，不能已于自吐之

怀，而后永言出之，时则歌咏明盛，时则悲悯天

人。当其忠孝激发，离忧怨慕，深于一往。人之

读之者，因得以见其时世之盛衰，风俗之贞淫，

人才之通塞，民生之休戚。莫不憬然感，愀然

思，其人之性情，虽旷世而亦若与之相接，夫岂

徒然而作也哉？”这种“性情”虽“发乎一人之

心”，但“感乎千万人之心”，能够反映广阔的社

会现实，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所以能传世

不朽。

明末清初，政治黑暗，社会动乱，许多思想

家深痛晚明文人的空疏不学，提倡经世致用的

文风，这种实学的思潮也渗透到了文学批评之

中。顾炎武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他曾说：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

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④受实学思潮影

响，清初诗人多倡导经世文章。李楷曾说：“诗

之为教，内淑身心，外治宇宙，非己之急物与天

下国家之大故，可以不作，作之无益。”（《谷口山

房诗集序》）李念慈也批评晚明文人的空疏不

学，倡导作者创作“内之极性命之精微，外之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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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之大法，近之在乎一身，而远之俟诸来者”

的经世宏文（《胡石庄先生绎志篇序》）。

从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出发，儒家“文以明

道”（或“文以载道”）的传统价值观成为清初学

者的普遍追求。顾炎武认为有益的文是“明

道”，“纪政事”，“察民隐”，“乐道人之善”之文，

虽然指的是学术文章，同样适用于诗文创作。

黄宗羲也曾说：“大凡古文传世，主于载道，而不

在区区之工拙。”（《与李杲堂陈介眉书》）他更

推崇文道合一的至文。李念慈也主张“文以载

道”，这和清初实学精神是一致的。他曾说：“盖

言不载道，不足为言，而苟非实有见于道而身行

之，则亦不能为载道之言。”（《答方田伯书》）虽

然“文以载道”的思想有其局限性，过分强调了

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削弱了其审美价值，但是

在明末清初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时社会急

剧变化，政治混乱，尤其是易代之际，正是“天崩

地解”、“率兽食人”的时代，伦理道德观念崩溃，

民生极为凋敝，重建儒家的政治秩序和道德观

念成为清初学者最为关心的当务之急。顾炎武

虽然强调“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与人书

三》），但他也知道其学不会为当世所用，因此他

主张“穷而在下者”当“救民以言”（《与人书

三》）。李念慈也希望为“明道之言”以俟后世，

他曾说：“念今世仕宦，舍道则进，守道则退，既

不能行其道，犹可为明道之言，以俟后世。”（《答

方田伯书》）因此他特别强调诗歌对现实的反映

和批评。杨素蕴曾称赞其诗“或因誉以为规，或

即物以会理。刺人也，而实以讽世；纪事也，而

可以考时；咏物写景也，而其山川风土物产俗尚

之美恶贞淫，时会之变迁好尚，政教之得失兴

废，皆可因而得之”（《谷口山房诗集序》）。

由此可见，“诗本性情”和“文以载道”是清

初重要的诗学观念，这两种思想相辅相成，弥补

了对方的偏失和不足。既注重诗歌的社会价

值，又倡导诗歌的审美价值，开创了较为良好的

创作风气，是清初诗坛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原

因。在这种诗学观念的影响下，清初诗人对儒

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也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

了它新的时代内涵。

孔子曾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又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

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

司马迁也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

而不乱。”（《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们都强

调诗人要对感情有所节制，诗歌要有中和之美，

“温柔敦厚”也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原

则。后人在阐释温柔敦厚之时，过多地强调了

温厚和平，忽略了对激昂感情的抒发，导致诗歌

走向平庸肤廓之弊。明末清初，许多诗人有感

于国破家亡之痛，激昂奋发，长歌当哭，与传统

所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相去甚远，也导致

他们对“温柔敦厚”的诗教重新反思。

黄宗羲等人论诗主张性情，最重要的是要

抒发“真情”。他批评近人为诗“情随事转，事因

世变，干啼湿哭，总为肤受”，“非不出于性情也，

以无性情之可出也”①。施闰章也主张作诗应当

“言必由衷”，赞扬方文诗“款曲如话，真至浑融，

自肺腑中流出，绝无补缀之痕”②。李念慈也称

赞杨素蕴之诗“直吐胸臆，无所诡饰，发乎情，止

乎义”（《见山楼诗序》），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

人生世间，当然有喜怒哀乐之情，发于词章，皆

为真诗，这就是孔子所谓“思无邪”的本义。因

此清初诸人将温柔敦厚进行了新的阐释。黄宗

羲批评那种认为“温柔敦厚”就是“委蛇颓堕，有

怀而不吐，将相趋于厌厌无气而后已”的庸俗观

点。他认为四时有发敛寒暑，人情有喜怒哀乐，

“温柔敦厚”也不止为发敛和喜乐，还应包括寒

暑之气，怒哀之情。他还进一步从《诗经》找到

根据，孔子也没有将《考?》、《丘中》等诗删掉，

因为它们“疾恶思古，指事陈情，不异薰风之南

来，履冰之中骨，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蕴结，

激扬以抵和平，方可谓之温柔敦厚也”（《万贞一

诗序》）。以鲜明的是非、强烈的爱憎为温柔敦

厚的主要内涵，提倡“怒则掣电流虹，哀则凄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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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结”的诗风，在清初具有典型的意义。顾炎武

也说：“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

其人而不讳者。”（《日知录》卷十九）他还进一

步倡导诗歌要有“讥刺”，强调对现实的批判，他

曾引用晋葛洪《抱朴子》云：“古诗刺过失，故有

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日知录》

卷二十一）这和世俗所谓温柔敦厚截然不同。

李念慈也认为“性情”并不只是喜乐之情，还有

“怨怒之音”，他也指出《诗》三百篇“亦多幽愁

忧思悲愤激切之作”（《计甫草甲辰草题词》）。

虽然他承认诗要归于“温柔敦厚”，但也肯定那

些“怨怒之音”，因为它们都出于“性情”，是“真

诗”。李念慈也有许多悲愤激切之作，如《异

时》、《盗贼》、《荆州杂兴六首》等揭露军队腐

败，谴责横征暴敛，完全没有温柔敦厚的虚假面

具。顾景星曾云：“作诗必贵乎真。秋水芙蕖，

真诗之辞致也。凶年菽粟，真诗之骨骼也。劬

翁兼而有之。”①

与顾、黄等遗民诗人不同的是，康熙年间新

朝进士出身的施闰章对温柔敦厚的解释可谓庙

堂诗人的代表观点。施闰章云：“夫诗与乐为源

流，……大抵忧心感者其声噍以杀，乐心感者其

声$以缓，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敬心感者其声

直以廉，君子怀易直子谅之心，则必多和平$缓

之声，诚积之于中不自知其然也。故曰温柔敦

厚诗教也。”（《佳山堂诗序》）施闰章虽然承认

诗人的人生际遇不同，诗歌风貌也不一样，但他

特别强调“和平$缓之声”，认为这才是温柔敦

厚的诗歌。他还进一步倡导“清明广大、一唱三

叹之遗音”（《重刻何大复诗集序》）。这种“清

明广大”诗风的要求，正与温柔敦厚的诗教相表

里，体现了清初国家稳定之后，统治者鼓吹休

明、提倡清真雅正诗风的祈尚。康熙皇帝崇尚

唐诗，其文学侍从冯溥、张英、陈廷敬等也大力

鼓扬，倡导为“盛世清明广大之音”，歌功颂德，

让温柔敦厚重新纳入了封建政教伦理的范畴。

李念慈虽为新朝进士，但他仕途坎坷，饱经忧

患，其诗“欢畅之言少而愁苦之言多”（《谷口山

房诗集自序》），与这种庙堂风气格格不入。

下：“江山之助”与“诗穷而工”

李念慈论诗不但主张本于性情，还提倡诗

歌要有深广的社会内容。他主张多阅历才能开

拓心胸，放宽视野，因此他对“江山之助”的诗学

命题极为推崇。他曾说：“文章一道，虽根性灵，

然每有待于山水朋友，而后颢博之观，精妙之

绪，映发抉摘，愈出愈新。”（《蒋玉渊历下存笥草

小序》）施闰章也主张赋诗要有江山之助。其

《阳坡草堂诗序》云：“诗言志，视其性情，苟非其

人，虽学弗工也。其次则视地，丘壑之美，江山

之助，古之咏歌见志者，往往藉是。”他们都主张

诗人不但要有率真的性情，深厚的学力，还需要

广泛的阅历，饱览名山大川，才能激发作家的情

思。这些论断都符合诗歌创作的规律。

“江山之助”是一个古老的诗学命题。刘勰

曾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

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

乎！”他认为文学风格与特定的地域风物征候有

一定的联系，屈原作品瑰诡朗丽、想象奇幻的特

点即受益于楚国云蒸霞蔚的江山景致孕育。刘

勰还指出：“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

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

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

色》）都说明了诗人创作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现实

的依赖关系。因此，后人多强调人的现实阅历

对诗文创作的制约关系。如王夫之更强调：“身

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斋诗话》）他

认为大凡优秀的作品都是诗人“身之所历，目之

所见”的产物，如果王维不到终南山就写不出

“阴晴众壑殊”这样观察细致的佳句，杜甫不登

岳阳楼也写不出“乾坤日夜浮”这样气势磅礴的

警句。此可谓“只于心目相取处得景得句，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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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气，乃为神笔”①。

古人所谓“江山之助”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指诗人生长的地域环境对诗人创作风格的

影响。班固曾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

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汉书·地理

志》）明唐顺之也认为“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

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②。他们都强

调了各地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对作家的

影响。沈德潜也指出：“余尝观古人诗，得江山

之助者，诗之品格每肖所处之地。”③正如刘勰认

为屈原《离骚》奇幻瑰丽的风格得力于楚中云蒸

霞蔚的江山景致孕育，明清诗人评论关中诗人

诗作，也认为其诗歌受关中文化和秦地山水熏

陶。王慎中序胡缵宗诗称：“昔季札观周乐，至

于《秦风》，知其声之夏也，卜其将大叹其为周之

旧。……至于专精果毅，敏于有为而不偷，则深

厚之水土不为无助。”④外地文士也多以地域风

格“秦风”（或“秦声”）来评论关中诗歌，如陈子

龙评李梦阳诗“峥嵘清壮，不掩本色，其源盖出

于秦风”⑤。

“江山之助”另一个层面的含义是诗人通过

广泛的阅历，可以改变其固有的地域特征，呈现

出兼容并包、气势磅礴的多元风格。清盛大士

曾说：“诗画均有江山之助。若局促里门，踪迹

不出百里外，天下名山大川之奇胜，未经寓目，

胸襟何由而开拓？”（《溪山卧游录》）许多诗人

游历天下以后，诗文风格都发生了改变。《新唐

书》曾说张说“为文属思精壮”，后来贬谪岳州，

“而诗益惟惋，人谓得江山助”⑥。不难看出，诗

人一旦“行万里路”，丰富了阅历，开拓了胸襟，

其创作必然受各地不同的山川地貌和人情风俗

的影响发生改变，显示出丰富的审美内涵。

李念慈也承认诗文风格与地理环境有密切

的关系，西北和东南地气不同，诗文风格也迥

异。他曾说：“诗文之体气相因，岂不以其地哉？

西北山川所自起，厚重闳深，顾硗确湍悍，往往

碍舟车害行旅。渐至东南，则秀拔涟漪，可游可

赏，然峭削漫涣矣，其地之人，性行才力文章，各

因其山川之气而加之以习，罕相能也。”（《赵秋

水近诗序》）他还进一步指出：“生乎东南者，不

睹西北山川之雄伟，则苍凉灏博之气不出。生

乎西北者，不睹东南山川之秀丽，则冲融缅邈之

思亦无由发。”（《程然明诗序》）李念慈鼓励作

家通过广泛阅历，取长补短，兼容并包，使创作

臻于上乘境界。他认为赵秋水生于河北，当有

燕赵悲歌慷慨之气，但其诗“大而非肆，雄而浑，

直而壮，伟而能，含蓄蕴藉”，主要原因是诗人

“交尽东南，迹半寰宇，所至山川习尚亦多助

焉”，因此能“兼南北之长而无其弊”。李念慈自

己也是足迹半天下，交游满南北，所以其诗也突

破了地域的局限，呈现出兼容并包的多元风格，

施闰章即认为其诗“秦风而兼乎吴、楚者”（《李

屺瞻诗序》）。李念慈还推崇通过广泛的游览，

使创作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提高诗歌的

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他称赞金德嘉视学滇南

边隅，“若文翁之于蜀，而又得于绝徼山川奇异

之所映发”，其诗风格不但更进一层，而且诗中

所绘“山水之形状，风俗之异同”，“咸可以资考

稽，备采风于古陈诗之义”（《居业斋诗钞序》），

高度评价了其诗的丰富内容和认识价值。

“诗穷而工”也是李念慈诗论中又一重要观

点，这一观点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

自屈原起就有“发愤以抒情”（《惜诵》）的文学

主张。后来司马迁也提出“发愤著书”的思想。

后世许多困厄文人以此作为人生指导，努力著

述立说，以求立言不朽。韩愈继承他们的思想，

更提出“不平则鸣”、“文穷而后工”的著名观点。

《荆谭唱和诗序》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

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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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三，《船山遗书》，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 ４９０５ 页。
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荆川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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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慎中：《鸟鼠山人小集序》，《遵岩集》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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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①欧阳修进一步发挥前人的思想，提出“诗

穷而后工”的主张：“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

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

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

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雨鸟兽之状

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奋之郁积，其兴

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

言，盖愈穷而愈工。”②他们都认为诗人遭受厄运

之时，抒发胸中不平之气，其诗才能悲凉慷慨，

具有不朽的精神价值。

“诗穷”为何“能工”？主要因为历史上治日

少而乱日多，诗人们报国无门，有志难伸，故多

慷慨不平之气，发为诗歌，多有愁苦要妙之作。

白居易曾说：“予历览古今歌诗，……多因谗怨

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

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

九焉。世所谓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于斯见

矣。又有已知理安之世少，离乱之时多，亦明

矣。”③黄宗羲也强调时代对创作的影响，他曾

说：“天下之治日少而乱日多，事父事君，治日易

而乱日难。”“蚌病生珠”，乱世却促使诗歌兴盛，

他认为“汉之后，魏晋为盛，唐自天宝而后，李杜

始出；宋之亡也，其诗尤盛，无他，时为之也”

（《陈苇庵年伯诗序》）。黄宗羲还主张文章为天

地之元气，元气在平时，和声顺气，无所见寄，只

有在“厄运危时，天地闭塞，元气鼓荡而出，拥涌

郁遏，坌愤激讦，而后至文生焉”（《谢皋羽年谱

游录注序》）。他们都认为诗歌繁盛的主要原因

是社会动乱，“天地闭塞”，诗人通过创作来反映

黑暗社会，抨击不平现实，具有一股淋漓的真

气，那文章就不求工而自工，真如赵翼所说“国

家不幸诗家兴，赋到沧桑句便工”（《题元遗山

集》）。明末清初正是“天崩地解”，社会动荡的

黑暗时代，诗人们关心民族命运，哀叹民生艰辛

的诗篇便有不朽的价值。

时代风潮只是诗歌创作的外在条件，而要

创作优秀诗篇，还有赖于作家的自身修养，因此

李念慈对“诗穷而工”进行了新的阐释。《程然

明诗序》云：“诗穷而后工，自昔人言之，靡不以

为艰难坎%不得志于时，然后其精神怀抱一发

之于吟讽咏叹中，故能沉郁厚重也。殊不知诗

本性情以出，性情由乎内，必先具有真挚笃厚者

以为之本，而后感发存乎外，山水朋友交相资

焉。”李念慈不但强调“诗本性情以出”，作家的

个人修养决定诗歌创作的高下，还提倡广泛阅

历，友朋切磋，开拓心胸，提高诗艺，才能创作出

不朽的篇章。反之则不会有所成就：“苟非然

者，在内初无其本，而?困厄于一乡一曲之

中，在外又无所得于游览结纳，但以穷求工，天

下其少穷老牖下者哉？”这样的作家虽然“穷”，

但根本不会工于诗文。

他还进一步倡导穷士更要好游，将“江山之

助”和“诗穷而工”两个诗学命题紧密联系起来。

他曾说：“故士惟穷乃游，游则奚囊蜡屐造请过

从，山水之情状，友朋之论说，无往不与我之性

情引伸映发。穷愈久，游愈广，所得助于外者愈

深，而诗之功力亦随之。”（《程然明诗序》）其友

人大多是穷而好游之士，故其诗亦造诣非凡。

他认为友人许虬诗歌气象不凡，其重要原因是

穷而好游：“竹隐天资既绝，又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困穷远宦，志业不遂，其气抑而日积所

蓄日厚，故发于笔墨间，响滞力沈，直欲上溯楚

骚。”（《万山楼诗集题词》）李念慈自己也穷而

好游，他曾远宦河间、新城、廉州，三入荆襄幕

府。虽饱经坎坷，潦倒江湖，但他不以为苦，就

是因为南北奔波让他开阔了视野，提高了诗艺。

韩愈曾说：“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

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

以为。”（《荆谭唱和诗序》）李念慈也认为富贵

者多受职位的羁绊，“或囿于乡县，或束于职

事”，“其于山水，率止得其皮肤”（《程然明诗

序》），无以发其性情，故创作不出优秀的诗篇。

李念慈此论虽有道理，但还不够细致深刻。清

代学者赵怀玉之论述更为精彩允当。他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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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在下者，枕?经史，舍是无他嗜好，故得为专

门名家。达则官守劳其心，纷华蠹其志，纵汲汲

于古，而夺之者众，其难一也。穷在下者，自治

其业而已。达则操陶冶之柄，当以众人之文为

文，而未可私为一己之事，古公卿说士之甘，不

啻口出，而天下奉为宗匠，苟闻见有未周，精神

或稍殆，则觖望多而令名遂损，其难二也。穷在

下者，同类切颷，人乐攻其短。达则分位既尊，

贡谀日至，虽其侪列，亦不敢蘧肆讥弹，故有失

而终身或不能自觉，其难三也。”①由此可见，穷

者由于无案牍之劳、应酬之累，故而能集中精力

研究学问，潜心钻研艺术规律和创作技巧，其造

诣自然不凡。另外，穷者因为有不平之气郁积

于胸，借诗文以发抒胸中之块垒，当然不同于官

高位显者空洞无物的官样文章。

综上所述，李念慈的诗学理论继承了中国

古代诗论的许多优秀思想，并将其赋予了新的

内涵，和清初文艺思潮紧密联系，具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他的诗歌理论不但强调诗本性情，重

视作家的人格修养，而且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

和认识价值，富有积极的用世精神。他还主张

诗人在艰难困苦之时，更要立志高远，广泛阅

历，师友切磋，提高诗艺，创作既有深刻的认识

价值又有丰富的审美价值的优秀诗篇。其诗歌

理论兼容并包，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在清初诗

学理论中具有代表意义，值得学界重视。

（责任编辑：陆　 林）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Ｐｏｅ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Ｌｉ Ｎｉａｎｃｉ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ＲＡＮ Ｙａｏｂ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ｉ Ｎｉａｎｃｉ ｗａｓ ａ ｐｏ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ａｎｚｈｏ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ｅｔｒ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ｐｏｅｔｉｃ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 ｇ．，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ｉｓｈｅ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ｆｔｙ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ｎｕｒ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ｅ；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ｓ），ｂｕｔ ａｄｄｅｄ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ｕ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Ｈ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ｈｉｃｈ ｓｐｅａｋｓ ｏｆ ｈ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ｎ ｌｉｆ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ｎｅｓｓ，Ｌｉｓ ｐｏｅ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ａ ｕ

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ｉ Ｎｉａｎｃｉ；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ｉｓｈｅ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ｆｔｙ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ｎｕｒ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ｅ；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 ａ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ｓ

１４４

①赵怀玉：《存素堂文初钞序》，《亦有生斋文集》卷三，清道光二年刻本。


